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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论农村文化实践异化的社会文化后果

袁 明 宝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婚姻仪式的现代化、丧葬礼
仪的取消以及农民生育观念的理性化和人生任务观念的具体化。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

后果，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

而带来了农村社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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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文化实践是承载文化
的唯一主体和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人们的风俗习

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而农村文化实践则是

对农村文化的具体表达和呈现。本文讨论的农村

文化实践形式主要包含农村社会中的婚丧礼仪、

农民的生育观念和人生任务观念。随着市场化、

现代性等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的文化实践形

式在近十年来发生了巨大变迁，而形式的变化最

终导致农村文化价值的变迁。具体来说，农村文

化实践在市场和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呈现出异化

和具体化的样态，如结婚仪式的现代化、丧葬仪式

的取消以及生育观念上的理性化等，并对农村社

会的文化传统和农民的生命意义系统造成了巨大

冲击，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中国农村出现伦理性

危机”的呐喊［１］。农民的生命意义主要是指农民

在村庄生活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对生活和生命超

越性的想象和期待，如农民可以通过子孙繁衍而

获取对生命未来感的体验，通过丧葬仪式可以获

得对神圣世界的想象。因此，传统文化实践形式

的变迁最终导致农民生命意义系统的衰弱，农民

逐渐丧失了对未来生命的想象和预期，人生有意

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农民传

统的安身立命的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

瓦解［２］。

　　一、婚礼仪式的现代化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曾指出，中国社会的
婚姻充满了宗教意味，“结婚不是件私事”。西方

社会婚姻仪式“必须在教堂里由牧师来主持，并

把婚姻视为一种向上帝负责的契约”，中国社会

的婚姻仪式则充满了三重意涵，举办婚姻仪式可

以同时显示出月下老人、祖宗和天地鬼神的监视

和作证功能。正是通过举办仪式才把“确立个人

关系的婚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３］。

　　在这种意义上，婚礼仪式的举行不仅是向社
会宣布婚姻的合法性，更是新婚者在村庄中成立

新家庭的开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农村社会

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婚礼仪式和程序，它不仅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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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被农村社会普

遍认可的地方性规范，“昏礼者，礼之本业”正可

以说明婚礼的重要性。“远在战国至汉初儒家礼

制的典籍《仪礼》和《礼记》的有关篇章中，业已规

定了缔结婚姻的六道程序：纳采、问名、纳吉、纳

微、请期和亲迎，亦即‘六礼’，而且在中国社会婚

姻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六礼’的

影响。”［４］

　　而在市场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婚礼仪式
在近十年来经历着“去传统”的变化过程。下文

以笔者在豫东 Ｌ村的调查经验为表述对象①。Ｌ
村②是豫东某城的一个城郊村，共有四个自然村、

五个村民小组。全村有 ４００多户，人口 ２０００多
人，原土地面积有近３０００亩，人均耕地面积１．４
亩。Ｌ村的居住结构跟整个华北平原一样都是聚
族而居，主要姓氏有李、王、杨、曹，集中分布于四

个自然村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Ｌ村形成了一
套相对稳定的婚礼仪式和对婚礼的具体规定。

　　Ｌ村主要的婚恋形式是媒人介绍。在订婚与
结婚之间的一段时间里，男方要带着礼物看望女

方亲戚，主要走三个节日：端阳节、中秋节和春节，

带的礼物都要成双成对。在结婚前一天晚上，村

子里的邻居朋友等都要来捧场、喝喜酒，基本上一

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来喝喜酒。在结婚当天早

晨，婚礼正式开始，由主婚人主持婚礼，其间男方

的主要亲戚“受头”，即新婚夫妇要向门子③里的

长辈鞠躬、磕头，长辈就要给结婚新人红包。在结

婚后的第二天，女方娘家要派人带着礼物来请新

娘新郎回娘家，而男方也要陪送很多礼物，到此才

意味着结婚仪式的结束。

　　而在最近几年，结婚仪式逐渐发生变化，主要
表现在仪式的缩减和到城市酒店举行婚礼。在城

市婚礼的影响下，原先的结婚礼仪逐渐被放弃，如

订婚后和结婚后的回娘家都被省略掉了。

　　村民到酒店办婚礼是市场化影响的显著表
现，是乡村文化变迁在形式上的具体体现，更是文

化本质上的变化。村民选择到酒店办婚礼不只是

改变了传统婚礼的形式，也改变了农民传统以来

的价值观念。传统的婚礼仪式在村庄中是一个公

共性的事件，整个自然村的村民都要通过帮忙或

随礼的方式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这不仅为村民

提供了情感交流的平台，更重要的是父母通过为

儿女举办婚礼预示着人生任务的完成，这就使得

农民在仪式过程中获得很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而到城市酒店办理婚礼、请专业司仪主持婚礼，虽

然可以使主家获得很多面子，但却获取不了关于

生命意义的终极体验。

　　二、丧葬仪式的变迁与农民未来感的
缺失

　　（一）传统丧葬仪式的取消与农民未来感的
缺失

　　丧葬仪式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风俗民情，很多
丧葬礼俗和规则都是在乡村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逐渐凝结下来的。而且因为区域差异的影

响，各个地区的丧葬礼仪都呈现出具有地方性的

礼俗样态。但在整体层面上，农村社会举办丧葬

仪式是古已有之的事情，基本上每个村落都会形

成独有的丧葬文化。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

究》一书中，描述了“过世”、“报丧”、“搬药师”、

“殓尸”、“入殓”、“上孝”的丧事仪节和“上马

祭”、“早晚祭”、“开吊”、“七七”、“七七之后”的

吊奠佛事，以此理解丧礼的社会功能：“生命的终

点即是死亡，死亡为人生所不可免，不过一家人，

骨肉至亲，相聚日久，感情更深；加以父系社会父

权至高，一旦死亡，子孙无所依赖，悲楚哀悼之余，

产生许多行为，藉以纪念先人，代复一代，浸而成

俗，儒家依此社会背景，提倡孝道学说，特别重视

‘慎终追远’之义”［５］。杨懋春在关于一个山东村

庄的民族志文本里描述了整个丧礼的过程，并认

为丧礼不应该从宗教意义上去理解，而更是一种

献祭仪式，是对家庭绵延不绝的意识［６］。许?光

也探讨了丧礼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丧礼和祭祀的

举办不仅可以保证死者的灵魂在灵魂世界安然无

恙，更能够使家族成员的生活和家族命运笼罩在

祖先的荫庇下［７］。但在现代性、理性和科学等观

念进入后，中国传统遗留下来的丧葬文化就被定

义成为了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表现，这实质上是

现代性话语对传统的消解。在实践层面上，传统

的丧葬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丧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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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豫东城郊村Ｌ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文章观点主要受贺雪峰老师
和其他师友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按照惯例，本文涉及的人名、地名均进行了技术处理。

“门子”是当地确认亲疏远近的基本单位，一般以五服为边界，“自己人”就都属于一个门子，门子之外的就不是“自己人”了。



式不仅仅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哭哭啼啼的表演，而

更是村落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寄托哀思、

慎终追远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更是农村文化实

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火葬政策推行之前，豫东农村的葬礼一般
都要持续三天，即老人去世三天后才能下葬。埋

葬前，要先祭祀祖先坟墓，选定墓地，开挖墓穴。

出殡时，一般都由主家请乐班，兄弟多的能请三四

班，在丧礼上吹奏哀乐。埋葬时，使用龙头凤尾三

十二抬的彩架抬送，鼓乐在前面引路。出灵时，有

长子摔老盆。埋进墓穴的同时要焚烧纸扎，殡葬

后从死之日起按七日祭祀，俗称过“头七”、“二

七”、“三七”、“四七”、“五七”。逢时，子孙亲友

须到坟前祭奠。此后 ，过一百天、一周年、两周年

和三周年，逢时都要设供祭祀。三周年仪式是对

逝去亲人的缅怀和祭奠，也正是通过三周年的仪

式，使得在世之人获得未来感的体验和感悟。

　　由此可见，传统的丧葬仪式在时间上具有持
续性和延续性，在空间上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

时间上的持续性能够使村民对逝去的亲人保持长

久的哀思和怀念，进而就有了对未来生命的深刻

体悟；空间上的公共性将村民个体都纳入到整个

村庄共同体中，从而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感和

归属感。另外，丧葬仪式的具体程序都包含了丰

富的文化意涵，而不只是简单地“封建迷信”，如

车马轿、摇钱树、金童玉女等各种纸扎都是村民对

未来世界的想象，丧葬礼俗可以成为农民理解现

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不可缺少的济渡生命的舟

船与桥梁”［８］。村民正是通过这种想象构建起了

对人生意义的各种规范。因此，丧葬礼仪的变迁

不只是仪式的取消，更重要的是仪式所承载的文

化系统的取消。

　　（二）农村丧葬仪式的变迁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于１９９９年得到修正
并推行，而Ｌ村真正的殡葬改革于２００２年大规模
推行，核心就是变土葬为火葬。但在政策推行后

的几年时间里，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到殡仪馆火化，

这从市政府统计的连续几年零死亡率中可以看得

出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很多村民对

火葬都持有抵制的态度，认为“人好不容易活了

一辈子，却被烧成灰”，所以大部分村民还是愿意

将死者偷偷埋掉，而且还不敢哭。

　　政府在刚推行火葬政策过程中实行了强制措
施，即对那些偷埋的死者重新挖掘出来再火化，这

种行为在２００８年引起了几次群体性事件，从此之
后民政部门只是对偷埋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村民依然对国家推行的火葬政策心有余悸，就

不敢光明正大地办葬礼，而是将死者偷偷埋掉，并

不留坟头，以防政府部门再次强制实施火化。因

此，火葬政策的推行改变了农民对丧葬仪式的态

度，即从有到无的过程，从大操大办到不再办

白事。

　　在农民观念里，白事的隆重程度要高于红事，
因为白事的操办代表一个人生命历程的结束，也

是一个人生命意义得以体现的机会。而当地农民

因为火葬政策的推行而选择了不办葬礼而将人偷

偷埋掉，这不只是葬礼仪式的简单取消，更影响了

农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因为葬礼的举行是村庄

公共性的活动，能够把整个村庄都整合起来，成为

凝聚村民的重要仪式和平台。在举办葬礼的过程

中，未去世的老年人和年轻人会看到以后的自己，

这样也就对生活和生命有了预期。而葬礼的取消

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整合村民的公共平台，农民对

生命的体验就大大弱化。

　　在Ｌ村，村庄不办丧礼已经接近十年，农民
对丧礼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起来，关于丧礼的仪

式和禁忌也都慢慢无人知晓，只有当时做过白事

总管的人还知道些许。丧礼仪式不仅仅是村民热

闹的过程，而是在举办丧礼过程中有很多固定的

话语和行为，总管在主持白事过程中要是讲错话

就是犯了大忌。所以，丧礼仪式体现的更是村庄

的传统规范，是村庄秩序传承的一种方式。而丧

礼的取消就逐渐消解了这一套成型的仪式规则。

“过去丧事上用词不对都不中，而且丧事要开三

天门，三天不能埋，三天内客人的吃喝烟酒都要花

钱，如果过去办丧事能花１０００元，现在只需１００
元就够了”。葬礼以前都是请外门的人来抬棺帮

忙，现在都是自己门子的人了。

　　除了葬礼不办外，三周年仪式也慢慢取消。
即使有办三周年的，其仪式也是大大简化了，大都

只是自家儿女在三周年时在家烧纸祭奠，没有了

以前复杂的程序和过程。另外，有的农户在办三

周年时请一些乐队来助兴，但表演的大都是低俗

笑话和歌曲，有的地方更在丧礼上表演脱衣舞，完

全没有肃穆的气氛，这种三周年仪式只能成为一

种娱乐方式，而不能承载任何价值意义［９］。

　　对于丧葬仪式的变化，老年人和年轻人持有
不同的态度。年轻人大都赞成不办丧礼，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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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铺张浪费，即省事又省钱。年轻人大都认

为“过去要是不办葬礼，别人都会说你；现在都不

办葬礼，也就没人说了”。而老年人对不办丧礼

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认为现在不办丧礼使得老

年人去世“连条狗都不如，狗死了还有人疼”，而

人在去世的当天晚上就偷偷埋掉了，而且亲人还

不敢哭。在过去，村子里有人去世后，邻近几个村

的人都能知道。而现在老人去世后，只有一个门

子的人才知道，因为怕传扬出去被政府知道。笔

者在访谈过程中曾问到一个中年妇女关于葬礼的

情况，而她婆婆刚刚在前一年去世并偷偷埋掉了，

她就很担心笔者会把她婆婆没有火化的事情告知

政府，那种担心之状是出自内心的。

　　综上，政府推行殡葬改革的强制性使得村民
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公开举办丧葬仪

式，更不敢光明正大地实行土葬，而只是在夜深人

静的时候偷偷将人深埋掉。表面看来，殡葬改革

确实达到了节约土地的正面目标，但其所带来的

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推行殡葬改革的过

程中，农民表现出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农

民对国家的认同度很高，对国家推行的殡葬改革

政策只能接受；另一方面，村民实施火葬又破坏了

传统以来的风俗，“被烧掉就意味着灵魂也没有

了”。这实质上是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政策的冲

突。在这种二难困境下，当地农民选择了妥协，即

不办葬礼、偷埋逝者，而这却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

文化后果。

　　三、生育观念理性化与人生任务具
体化

　　中国社会传统的生育观念形成于特定的社会
心理文化基础之上，不仅承载着文化实践的具体

形式，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积淀。豫东

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黄淮平原，在历史发展中

形成了深厚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观念。在

Ｌ村，传统的生育观念跟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主
要是生男孩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这种生男孩

的观念主要与当地的社会性质有关。因为当地村

庄大都是以单姓为主、杂姓为辅的农村。在自然

村内部，大姓门子明显存在着对小姓门子的压倒

性优势，在自然村之间各个主姓氏之间也存在着

竞争，因为村干部的人选主要从人口多的大姓中

选出。

　　门子之间的竞争使得生育男孩的冲动不断凸

显。在过去，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称做“绝户

头”，随之而来的就是成为“憋户”、“眼子”，就是

村庄中不敢说话、没有话语权的一类人。因此，为

了避免成为“绝户头”和“眼子”，很多村民都冒着

违反计划生育的危险而超生，直到生有一个儿子

或者多生几个儿子。豫东地区在历史上一直讲究

“门头风”，即门子势力大才能不被人欺负，而且

门子大了可以成为村庄中有威望的民间精英或者

成为村组干部等体制内精英。Ｌ村正是因为门子
间的竞争，生育男孩的冲动不断被激发出来，甚至

是在计划生育最为严厉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很多
村民仍然不惜代价生育男孩。

　　另一方面，生男孩的动力还来自于传宗接代
的观念，即通过生育男孩来延续个人、家族的生命

意义，对老年人更是如此，只有在生有孙子后才会

觉得生命有了传承的意义。有的老年人会说“生

一个９斤的孙女也不如生一个５斤的孙子高兴”。
　　（一）生育观念的理性化
　　最近几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正发生急剧变
化，生育男孩的冲动和传宗接代观念都在不断弱

化，农民的生育观念开始变得更加理性。而且，以

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生育观念现在已被视为政治不

正确，越来越不再成为人们生育行为的指导。在

以前，农民要付出一切代价以生育一个男孩或者

多生几个男孩，这不仅是为了壮大本门子的力量，

更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这样生命才有了

意义。而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市场化因

素的影响下，农民普遍存在着不愿多生的考虑，这

使得计划生育工作更好开展，但在另一方面却带

来农民价值观的变化。在访谈中，很多村民都不

愿意多生男孩，其考虑的出发点是“生多了，养不

活”。因为生育一个男孩就要为其完成人生任

务，这包括将孩子养大、为其盖房、娶媳妇等，完成

这些任务至少要花费二十多万。如果家庭中有两

个男孩，父母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有的地方甚

至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现象。多生一

个女孩也会给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因为从出生到

出嫁，“要管她吃、喝，还要买嫁妆，最少也得十几

万”。由此，很多村民都认为生女儿划算。而用

划算不划算来考量生育偏好就完全脱离了农民生

育观念中的深层次意义。

　　另外，农民在生育观念上存在着代际差异。
老年人和中年人仍然期望生育男孩，而年轻人对

生育男孩的冲动则不明显。在生育行为上，５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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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群体认为，如果没有儿子就会觉着“不称

心”；３０～４０岁的群体则持有更现实的考虑，即在
生育意愿上追求一男一女的生育结构。他们认为

有儿有女才更称心，而且在儿子不孝顺时还可以

指望女儿，用当地话讲就是“没有儿子门头绝，没

有女儿坟头绝”。

　　（二）人生任务的具体化
　　从以上生育观念中的代际差异就可以看出农
村生育观念的变化，即从一种价值性、意义性的考

量转变成为功能性的考量。农民生育观念上的变

化不只是农村文化形式上的变迁，更是伦理价值

的变迁。实际上，农民生育男孩是其开始人生任

务的第一步，人生任务就是农民要在自己的生命

历程中为儿女完成终身大事。农民对人生任务的

体验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

激发出来的。如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虽然有了儿

子，但还没有人生任务的概念，还不理解人生任务

的内涵，只有在小孩到了十五六岁时，人生任务的

图景才会在其脑海中形成。只要具有了对人生任

务的思考，农民就开始脚踏实地地干活挣钱，为儿

子盖房结婚做准备。等到儿子到了结婚年龄时，

父母就基本准备好了必备的积蓄。而人生任务的

最终完成是在儿子生有第一个小孩时，在这时儿

媳妇娘家的亲戚要来道喜庆贺，男方父母要准备

宴席接待客人，在当地话中称为“请吃”。女方亲

戚要来“送粥米”，即娘家要派人送礼品，一般有

鸡蛋、小米、红糖、花布等。在小孩满月后，娘家要

请产妇回娘家住几天，谓之“请满月”。而男方父

母在接待完客人后，就可以与儿子分家，也意味着

完成了最终的人生任务。

　　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关就
是盖房子，因为只有盖好新房，才能为结婚做好准

备，没有新房子就很难娶到媳妇。在 Ｌ村，基本
上家家户户都盖有两层小楼房，很多村民家的房

屋面积能达到六七百平方米，而且外部粉刷得整

洁漂亮。当地农民盖房基本上是先将外部装饰

好，等到儿子结婚时再装修里面。整个房屋全部

装修好至少要花费十几万元，这对一个普通农民

家庭是很有难度的。但农民为了完成人生任务，

即使借钱贷款也要把房子盖起来。在调查中，一

个农户正忙着装修房子，而他的儿子今年才 １５
岁。之所以这么早就要为儿子盖房子正是因为趁

着现在有钱，免得以后没钱盖不起房子。

　　由此可见，豫东地区的农村仍然有较强的责

任伦理，从父代对子代的人生任务中就可以鲜明

地体现出来。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宣传、计划生

育政策的执行，人生任务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

人生任务本来是与农民传宗接代观念相辅相成

的，正是有传宗接代的观念才有了生儿子的冲动，

也就有了农民完成人生任务、以使得儿女能够进

入传宗接代的新一轮循环中去。而在当前，人生

任务与传宗接代观念发生了分化，农民大多只是

有完成人生任务的义务责任感，但却缺失了与其

相匹配的传宗接代的长远预期。

　　所以，人生任务在当地就呈现出一种具体化
的面向，即盖房子成为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只要

能将房子盖好，也就代表了人生任务的完成，农民

心理中没有了之前超越性的追求和期待。

　　盖房本来是农民完成人生任务的一个手段，
即通过盖房为儿子结婚做准备。但在豫东农村却

成为人生任务的具体表现形式，成了一种手段和

工具，而且这种形式在村庄内部的攀比竞争中得

到不断强化。如一家农户有三个女儿，三个女儿

都已经出嫁了，但其父母仍然为大女儿和三女儿

建好了五六百平方米的房子，二女儿没有要房子

而是让父母为其买了一辆车。在访谈一个刚结婚

的年轻人时，他并不希望父母为其建房而花费太

多钱，本来打算用盖房子的资金去做生意，但父母

坚决不同意。因为在父母的观念中，不能给儿子

盖好房子就代表着人生任务的没有完成，所以无

论如何都要把房子建好。

　　因此，盖房子在当地成为完成人生任务的最
重要形式，但却很少考虑盖房子所承载的意义和

价值。因此，豫东农民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上

的理性化导致了人生任务的具体化———盖房子、

娶媳妇，从而没有了延续香火的传宗接代观念，也

没有了对生命的未来感想象和超越性价值。

　　四、余　论

　　在过去，传统的文化实践形式如婚丧仪式、传
宗接代的生育观念等都具备其相应的社会基础、

文化基础和舆论压力，如果不能风风光光地举办

婚丧礼仪、完成人生任务就会在村庄评价体系中

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且，过去的文化实践形式

不仅注重当下，更注重通过完成人生任务以获取

抽象的、超越性的未来感。而在当前，不仅乡村文

化实践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逐

渐在改变［１０］，具体来说就是门子这种结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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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化，过去盛行“门头风”，“谁门子大就可以欺

负门子小的”。现在的门子只是成为一种消极性

的、保护性的力量，即不主动欺负人、但也不准别

人欺负。门子作用的弱化使得传统上生儿子的冲

动大大减弱，因为现在人数少、门子小也没人敢欺

负，“现在是法制社会，打人就要出钱”。

　　另一方面，新世纪的文化实践如计划生育、火
葬、媒体宣传等改变了农民的生育观念和文化伦

理，诸如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生男生女都一样”、

“生女儿划算”等观念。表现在人生任务上就是

必须完成儿女的婚嫁，如盖房子、女儿出嫁、儿子

结婚这几件事必须完成，关于人生任务的规定具

有了硬性的、可操作的要求。这种性质的人生任

务消解了形式背后的内在意涵，如生儿子的价值

和本质。现在农民生儿子的观念大都成为一种机

械性的惯习，主要考虑生个儿子就可以了，其最终

的追求并不一定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因此，当

前农村的文化实践形式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具

体形式，而且改变了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内涵。由

此，农村文化实践的变迁使得农民在市场化背景

下只具有现世感，而缺失了历史感和未来感，农民

的生命意义系统也不断弱化，进而带来了农村社

会在秩序整合上的困境。

　　在上述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
设，不应仅仅从形式上对农村进行文化资源的输

入，如电影下乡、文化大院建设，更应该在本质上

型塑农民文化生活的内在意涵，重新建构起农民

日常生活的意义系统和伦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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